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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六十年代”与“全球治理”话语的局限
——以阿拉伯世界和第三世界为视角

殷之光

摘　 　 要： 本文尝试从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的历史出发，展现“全球六十

年代”的多样性，以此揭示潜藏在“全球治理”话语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
以及国际关系中这种自上而下的治理话语的局限性。 本文以 １９６７ 年“六

日战争”为起点，从阿拉伯现代民族独立历史叙事的内部展现美苏超级大

国沟通与协调机制的问题。 本文认为，基于西方中心历史叙事立场建构的

“全球治理”话语，对于理解现代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存在诸多弊端。 与此

相对应，本文将分析视角转向同一时期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
基于反帝反殖民诉求而产生的针对西方帝国“全球治理”的“反叛”运动。
作为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全球被压迫者反抗的一部分，阿拉伯世界以暴力斗争

的形式向美苏主导的治理逻辑发起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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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全球治理的霸权逻辑

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全球治理”（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在冷战之后才正式受到美

国国际关系与政治学界的关注，并很快影响了全球学界。 但其问题意识的来源与基

本理念却并不新鲜。 冷战史研究者近来也将全球治理观念中体现的以理性主义为

基础的大国协作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保障国际和平与发展的历史追溯至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一些学者提出，从 １９６３ 年至 １９６８ 年间，美国约翰逊政府围绕越南问题、“六日

战争”以及核军控三个问题与苏联进行的沟通，体现了大国开展全球治理的基本理

念，构成了后来冷战“缓和” （ｄéｔｅｎｔｅ）时期国际秩序的框架。① 同时，这也为后来尼

克松政府积极推动美苏合作，正式形成冷战“缓和”局面作了重要铺垫。②

不难看出，这种叙事的基本态度站在了大国中心主义的立场，将国际格局的演

变视为大国协调的结果，是一种由杰出战略家理性设计与精巧外交运作的“大战

略”。 然而，这种理性主义与精英主义的历史叙事掩盖了此类外交策略与思想产生

的复杂历史背景，弱化了诸如以民族主义为动力的武装冲突、反抗等事件与行动在

国际秩序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实际上，这类行动不仅推动了诸如沃尔

特·罗斯托（Ｗａｌｔ Ｗｈｉｔｍａｎ Ｒｏｓｔｏｗ）③、基辛格等冷战时期重要的国际关系战略家做

·４·

①

②

③

Ｈａｌ Ｂｒａｎｄｓ， “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Ｕｎｓｅｅｎ： Ｕ． Ｓ． Ａｒｍ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Ｄéｔｅｎｔｅ， １９６３ － １９６８，”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 ３０， Ｎｏ． ２， ２００６， ｐｐ． ２５３－２８５。 美国约翰逊政府最早对这种协作理性的表述体现在葛

拉斯堡罗峰会上。 １９６７ 年 ６ 月 ２５ 日，美苏领导人会谈结束之后，约翰逊返回华盛顿并发表电视讲话，他提出美

苏领导人之间“面对面、直接磋商的精神”加深了双方了解，由于两个超级大国责任重大，因此有必要在国际事

务上“保持直接接触”。 约翰逊相信，这种“理性”交流的模式足以能让这个“小世界”变得不那么危险。 Ｌｙｎｄｏｎ
Ｂ．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ｕｐｏｎ Ａｒｒｉｖａｌ ａｔ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ａｓｓｂｏｒｏ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 Ｋｏｓｙｇｉｎ，” Ｊｕｎｅ ２５， １９６７； Ｇｅｒｈａｒｄ Ｐ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Ｔ． Ｗｏｏｌｌｅｙ，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ｕｃｓｂ．ｅｄｕ ／ ｗｓ ／ ？ｐｉｄ＝ ２８３２０，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５ 日。 这次峰会体现出的大国协调处

理国际关系事务的理念被称为“葛拉斯堡罗精神”（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Ｇｌａｓｓｂｏｒｏ），并成为之后冷战缓和的重要基础。
关于葛拉斯堡罗峰会的综述，参见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ｏｎｒａｄ Ｇｉｂｂｏｎｓ， Ｔｈｅ Ｕ．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Ｗａｒ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Ｐａｒｔ ＩＶ Ｊｕｌｙ １９６５－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６８，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 ｐｐ． ７１８－７２５。

关于冷战“缓和”时期的研究汗牛充栋。 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论述尼克松与基辛格的外交政策在促

成美苏合作进程中的关键作用。 此类研究参见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Ｇａｒｔｈｏｆｆ， Ｄéｔｅｎｔ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ｖｉｅ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Ｎｉｘｏｎ ｔｏ Ｒｅａｇａ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１９８５； Ｋｅｉｔｈ Ｌ． Ｎｅｌｓ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Ｄéｔｅｎｔｅ Ｓｏｖｉｅ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 Ｒｏｂｅｒｔ Ｌｉｔｗａｋ， Ｄéｔｅｎ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ｉｘｏｎ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４； Ｊｏｈｎ Ｇａｄｄｉ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ｏｆ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２。

罗斯托是约翰逊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 他提出，应当通过逐渐全方面施压的手段来制

约或威胁美国的敌人，这种由综合行动形成的威胁要比军事行动更为有效。 其观点转引自：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ｏｎａｒｄ
Ｇｉｂｂｏｎｓ， Ｔｈｅ Ｕ．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Ｗａｒ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Ｐａｒｔ ＩＩ 
１９６１－１９６４，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 ｐ． 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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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相应思考，更在二战结束后数十年间的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如何理解第

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在二战之后世界秩序构成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在冷战历史书写

中重新发现这一运动的主体性，构成了本文主要的问题意识来源。 从时间上来看，
本文聚焦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并直接呼应目前在全球史影响下对“全球六十年代”（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ｉｘｔｉｅｓ）的讨论。

本文使用的“全球治理”并非单指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产生的国际协作观念，而是一

种从维也纳体系时便开始在西方世界出现的通过大国协商、共同制定并维护世界秩

序的理性主义理想。① 的确，从大国的角度出发，国际秩序是一种“治理”的结果，是
知识与政治精英自上而下对“世界问题”的认识与管理。② 今天的冷战史以及国际关

系叙事也不断强调这种精英主义世界观。 与维也纳体系相比，“全球治理”理论体系

不仅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深化将视野扩大到地理意义上的“全球”，而且在理论

考察与制度设计中引入了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乃至有影响力的个体等行为体。 从

１９ 世纪初的维也纳体系到 ２０ 世纪中叶的联合国，主权国家在全球秩序的主动构建

中都占有绝对的中心地位。 而 ２０ 世纪末期出现的全球治理观念则将世界秩序的构

成理解为一个多中心的活动。 同时，在冷战结束之后涌现出的美国政治学者还表现

出使这一理论体系无所不包的野心。 詹姆斯·罗西瑙（Ｊａｍｅｓ Ｎ． Ｒｏｓｅｎａｕ）将之表述

为“人类所有层面上行为活动的诸种规则体系”，而在这些规则体系内“为实现目标

而进行的所有操控，都能在全球层面上产生影响”。③

２１ 世纪初国际关系与政治学理论界开始关注“全球社会”（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以及

“公民社会”（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对“全球治理”的讨论也随之从对主体能动性作用的工

具理性讨论，转向了对更为复杂的权力关系的分析。④ 这被视为是国际关系研究中

的重要转向，研究对象从主权国家变为“全球社会”中更为复杂的能动主体。⑤ 对国

际秩序本身的理解也从一个无政府状态或是帝国想象下的等级秩序，演变成为一个

多极、多层的治理网络。⑥

·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关于“治理世界”观念自拿破仑战争以来在西方世界的发展与变迁，参见 Ｍａｒｋ Ｍａｚｏｗｅｒ，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 Ｉｄｅ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ｌｌｅｎ Ｌａｎｅ， ２０１２。

Ａｌｉｃｅ Ｄ． Ｂａ ａｎｄ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Ｊ．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 ｅｄｓ．， Ｃｏｎｔｅｎｄｉｎｇ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５， ｐｐ． ３－４．

Ｊａｍｅｓ Ｎ． Ｒｏｓｅｎａｕ，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Ｖｏｌ． １， Ｎｏ． １，
Ｗｉｎｔｅｒ １９９５， ｐｐ． １３－４３．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ａｎｄ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Ｄｕｖａｌｌ，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５９，
Ｎｏ． １， 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０５， ｐｐ． ３９－７５．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ａｎｄ Ｋａｔｈｒｙｎ Ｓｉｋｋｉｎｋ， “ Ｆｒｏ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Ｒｅｕｓ⁃Ｓｍｉｔ ａｎｄ Ｄｕｎｃａｎ Ｓｎｉｄａｌ， ｅｄｓ．，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ｐｐ． ６３－８４．

Ｊａｃｋ Ｄｏｎｎｅｌｌｙ，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ｔｏ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Ｖｏｌ． １， Ｎｏ． １， ２００９， ｐｐ． ４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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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史的研究也受到同样的政治与社会思潮的影响。 近十余年来，越来越关心

“全球冷战”命题的学者们开始将注意力扩展到了主权国家之外，更多的研究开始讨

论个体、组织、活动、文化、观念、思潮乃至运动等对象的“跨国性”，并尝试勾勒一种

更为丰富、动态的战后世界格局。 对“全球六十年代”的讨论便在此背景下兴起。①

在此主题下，学者们不但通过多语种史料进一步丰富了对包括越南战争、核军控、苏
东剧变等传统问题的理解，也开始将视角投向民权运动、泛非主义思潮以及“五月风

暴”等原本不受冷战史研究重视的话题。
上述现象提醒我们应当走出传统冷战与 ２０ 世纪国际关系史研究的窠臼，在美苏

两极对抗的关系之外展现一个更加丰富的世界秩序形成的动态历史。 但是，在这个

丰富的全球网络中，不少讨论仍习惯性地将西方历史中的关键事件作为原点，自觉

或不自觉地将讨论固化为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或世界其他地区对西方的

“接受”研究。 西方中心主义意识的危险在于，它很可能会遮蔽全球历史动态中不同

地区出现的其他事件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进而创造一种虚假的普遍性，从而阻碍我

们进一步探寻这些事件背后可能存在的更复杂的历史关系。

一、 “全球六十年代”及其问题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美苏之间就“六日战争”进行的沟通无疑可以被视为一次全

球性的治理行动，它呈现出了之后冷战“缓和”这一宏大叙事背后所蕴藏的“全球治

理”秩序观的基本态度。 一方面，这种叙事默认在全球秩序形成过程中，大国所扮演

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而大国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则是通向全球有序理想的唯一途径，
所有对这种秩序的反动则被视为是需要被规训的“反叛”。 另一方面，我们却很难将

这一时期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治理”行动同他们的“国家理性”区别开来。 同时，也
正是这种霍布斯式的国家理性主张，使得当时全球治理的行动不可避免地带有霸权

政治的色彩。
然而，换一种角度来看，大国的决定性色彩便显得不那么明显了。 有学者表示，

对美苏两国来说这场战争出乎意料。 法瓦兹·吉尔格斯（Ｆａｗａｚ Ｇｅｒｇｅｓ）认为，两个

超级大国未能影响 １９６７ 年“六日战争”的进程。② 如果单纯从治理与被治理的关系

去理解“超级大国”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关系，简单地将国际秩序的构成视为霸权之间

协调的结果，仅关注具有政治、经济及军事“影响力”的“大国”，而忽视“小国”特别

·６·

①

②

关于这一主题最新的讨论，参见 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 ｅｔ ａｌ．， ｅｄｓ．， Ｔｈ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ｉｘｔ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８．

Ｆａｗａｚ Ｇｅｒｇｅｓ，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１９５５－１９６７，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４．



“全球六十年代”与“全球治理”话语的局限———以阿拉伯世界和第三世界为视角


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与政治主体性，那么我们便无法真正理解现代世界秩序

形成的历史以及国际关系发展动态中的复杂性。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国际秩序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另一层面。 我们无法仅仅把主权国

家作为国际关系的分析单位去理解这一时期的国际秩序动态。 在这一时期，许多第

三世界国家正在形成过程中，社会运动、团体组织以及各种思潮都在这一过程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这类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
在“全球六十年代”框架内，诸如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美国反越战示威、黑人民权

运动以及包括“五月风暴”在内的一系列欧洲学生运动等都受到了极大关注。① 但

是，这类讨论多少都会以 １９６８ 年“五月风暴”为中心。 从欧洲中心的角度出发，这类

讨论将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反抗与群众、学生运动视为“社会组织与政治行动的新形

式”，并采用激进甚至暴力的方式对抗各类“权威”。② 由此展现出的 １９６８ 年有两个

特点：一方面，它被视为一场超越国家、超越意识形态阵营的“全球性运动”；另一方

面，其政治结果却被局限在西方民主政治叙事内部，成为“社会的觉醒”与“国家的危

机”的标志。③ 也正是在此视角下，欧洲 １９６８ 年学生运动所代表的左翼社会主义政

治诉求的失败，才被理解为“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复兴。④ 而美国反越战及黑

人民权运动则成为以个人解放和身份政治为中心的平权运动的开始。⑤ １９６８ 年被作

为一场“震撼了世界”的左翼“人本主义”（ｈｕｍａｎｉｓｍ）运动融入了西方主流的历史与

政治叙事中。⑥

支撑这一理论立场的是关于“全球六十年代”的历史叙事。 １９６８ 年作为这一叙

事的原点，被视为一个“奇迹年” （ａｎｎｕｓ ｍｉｒａｂｉｌｉｓ）⑦，其全球性的记忆围绕着学生运

动、毛主义、毒品与摇滚乐等反文化、性解放以及国家暴力等关键词展开。⑧ 这一系

列行动被冠以“激进主义”的名头，至今仍影响着人们对于社会抗争与反抗运动的想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Ｍａｒｔｉｎ Ｋｌｉｍｋｅ，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ｉｎ Ｗｅｓｔ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ｉｘｔｉｅ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Ｄａｎｉｅｌ Ｊ． Ｓｈ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ｅｄｓ．，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１９６８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ｐｐ． １－１７．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Ｔｉｓｍａｎｅａｎｕ，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Ｔｉｓｍａｎｅａｎｕ， ｅｄ．， Ｐｒｏｍｉｓｅｓ ｏｆ １９６８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ｔｏｐｉａ， Ｂｕｄａｐｅｓｔ：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ｐ． ３．

Ａｇｎｅｓ Ｈｅｌｌｅｒ，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１９６８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 Ｅａ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Ｔｉｓｍａｎｅａｎｕ，
ｅｄ．， Ｐｒｏｍｉｓｅｓ ｏｆ １９６８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ｔｏｐｉａ， ｐｐ． １５７－１６６．

Ｓｈａｒｏｎ Ｅｇｒｅｔｔａ Ｓｕｔｔｏｎ， Ｗｈｅｎ Ｉｖｏｒｙ Ｔｏｗ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Ｂｌａｃｋ Ａ Ｓｔｏｒｙ Ａｂｏｕｔ Ｒａｃ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ｏｒｄｈ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 ｐｐ． １－１５．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ｐｅｎｃｅｒ，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Ｉｓ ａ Ｈｕｍ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Ａｌ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ｐｅｎｃｅｒ， ｅｄｓ．，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ｉｓ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ｌｕｔ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 ｐｐ． １２０－１６２．

Ｃａｒｏｌｅ Ｆｉｎｋ， Ｐｈｉｌｉｐｐ Ｇａｓｓｅｒ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ｌｅｆ Ｊｕｎｋｅｒ，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ａｒｏｌｅ Ｆｉｎｋ， Ｐｈｉｌｉｐｐ Ｇａｓｓｅｒ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ｌｅｆ
Ｊｕｎｋｅｒ， ｅｄｓ．， １９６８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ｐ． １．

Ｍａｒｔｉｎ Ｋｌｉｍｋｅ ａｎｄ Ｊｏａｃｈｉｍ Ｓｃｈａｒｌｏｔｈ， ｅｄｓ．， １９６８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１９５６－１９７７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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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当然，西方世界产生的物质现代化与技术进步使得一个同质化的 １９６８ 年作为全

球记忆成为可能。 这种记忆将 １９６８ 年简化为一场全球性的“学生激进运动”。 一份

提交于 １９６８ 年 ９ 月的中央情报局战略报告认为，“青年持不同政见者……是一种全

球现象”，其产生源自于“通讯技术、交通的革命以及全球性的社会进步”。① 然而，
这种叙事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特性显而易见。 １９６８ 年在全球范围内的复杂性被缩减

为一个从“巴黎—伯克利轴心”（Ｐａｒｉｓ⁃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ａｘｉｓ）衍生出来的网络，这一历史叙事

是知识与政治精英共谋的结果。 在这个“漫长的六十年代”中，似乎所有第三世界的

政治变迁都必须围绕着 １９６８ 年欧洲学生运动而展开，其历史记忆也必须透过福柯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萨特（Ｊｅａｎ⁃Ｐａｕｌ Ｓａｒｔｒｅ）、阿多诺（Ｔｈｅｏｄｏｒ Ｗ． Ａｄｏｒｎｏ）、列斐伏尔

（Ｈｅｎｒｉ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等西方左翼知识精英来表达。 虽然与 １９６８ 年相关的绝大多数历史

事件都集中在西方内部，学生“激进运动”及其所隐喻的个性解放与反抗权威的理

想，则取代了 ２０ 世纪上半叶的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了全球化时代“国际主义”概念的

新指向。② 在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的一篇纪念文章中，苏哈拉 · 哈萨里辛格 （ Ｓｕｄｈｉｒ
Ｈａｚａｒｅｅｓｉｎｇｈ）开宗明义地指出了 １９６８ 年历史叙事的西方中心性质，强调 １９６８ 年在

“西方想象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③。 但是，这种对“全球六十年代”的叙事无疑消解

了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的历史主体性及其在世界秩序构成中的特殊意义。

二、 阿拉伯民族运动与“全球六十年代”

福柯曾经对围绕 １９６８ 年产生的欧洲中心历史叙事作出如下批判：“与其说是法

国 １９６８ 年的五月风暴，不如说是 １９６８ 年 ３ 月发生在第三世界的诸多事件改变了

我。”福柯进一步回忆了他在突尼斯期间目睹的学生运动与哈比卜·布尔吉巴

（Ｈａｂｉｂ Ｂｏｕｒｇｕｉｂａ）政府之间激烈的冲突。 这一经历令福柯意识到，在这种无私且纯

粹的“牺牲”面前，一切理论都是次要的问题。④ 福柯对第三世界的“发现”无疑极大

地丰富了其理论的内涵，并促使他开始严肃地思考“实践”（ｐｒａｘｉｓ）与哲学理论思辨

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这种问题在第三世界斗争实践中的意义。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全球秩序形成历史的复杂性体现在反抗任务的多样性，以及在

·８·

①

②

③
④

“Ｒｅｓｔｌｅｓｓ Ｙｏｕｔｈ，” ＣＩ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０６１３ ／ ６８，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６８，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ｉｌｅ， 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Ｗａｌｔ
Ｒｏｓｔｏｗ， Ｂｏｘ １３， Ｆｏｌｄｅｒ： Ｙｏｕｔｈ ＆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Ｌｙｎｄｏｎ Ｂ．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ｕｓｔｉｎ， Ｔｅｘａｓ．

Ｄａｎｉｅｌ Ｃｏｈｎ⁃Ｂｅｎｄｉｔ， Ｗｉｒ Ｈａｂｅｎ Ｓｉｅ Ｓｏ Ｇｅｌｉｅｂｔ Ｄｉ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ｔｈｅｎａｅｕｍ， １９８７， ｐ． １５。 另

外，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３ 日，《雅各宾》（Ｊａｃｏｂｉｎ）杂志纪念 １９６８ 年的特辑编者按也直接指出，在自由主义者的评论中，
１９６８ 年被视为通往“历史终结”道路上一个“短暂的插曲”。 参见“Ｍａｙ Ｂｅｌｏｎｇｓ ｔｏ Ｕｓ，” Ｊａｃｏｂｉｎ， Ｎｏ． ２９， Ｍａｙ ２３，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ｊａｃｏｂｉｎｍａｇ．ｃｏｍ ／ ２０１８ ／ ０５ ／ ｍａｙ⁃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ｕｓ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 日。

Ｓｕｄｈｉｒ Ｈａｚａｒｅｅｓｉｎｇｈ， “Ｔｈｅ Ｆｉｇｈ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Ｔｉｍｅｓ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Ｍａｙ ２， ２０１８．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ｇ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Ｍａｙ ‘６８’，” ｉｎ Ｒ． Ｊａｍｅｓ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Ｃａｓｃａｉｔｏ， ｅｄｓ．，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Ｍａｒｘ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Ｄｕｃｃｉｏ Ｔｒａｍｂｏｄｏｒｉ，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ｅｍｉｏｔｅｘｔ， １９９１， ｐｐ． １３６－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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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多样性下各种力量之间在不同政治现实与任务语境下的分裂与整合。 如果跳

出西方中心的治理逻辑，便能发现，广大非西方世界内的政治实践及其历史实际上

体现了一种独立的历史与政治主体性。 在此前提下，福柯提到的突尼斯学生游行，
更应当被放在一个第三世界漫长的反帝反殖民斗争脉络中去理解。 １９６７ 年 ６ 月 ５
日，即“六日战争”爆发当天，《突尼斯视角》（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Ｔｕｎｉｓｉｅｎｎｅｓ）的领导人之一

穆罕穆德·本·詹奈特（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ｂｉｎ Ｊａｎｎａｔ）组织了一场反对英美支持以色列的

游行，并遭逮捕。① 不久，本·詹奈特被判处长达 ２０ 年的刑期，该判决立刻触发了突

尼斯国内的抗议活动。 １９６８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一场更大规模的学生罢课活动在突尼斯

境内展开，抗议主要针对布尔吉巴政府治下日益增多的学生罪犯问题，并要求释放

包括本·詹奈特在内的所有被捕的社会活动人士。 同年 ５ 月 １ 日，矿工也加入到抗

议活动中。 福柯也就是在这个阶段目睹了突尼斯的抗议活动。②

作为《突尼斯视角》 核心人物的本·詹奈特当时还是一名宰图纳大学 （Ａｌ⁃
Ｚａｙｔｕ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学生。 在布尔吉巴时期，宰图纳大清真寺及其下属的宰图纳大

学被认为是突尼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大本营。③ 这些思潮看似互不相关，但是在

中东地区的语境中，反帝与反殖民的共同政治诉求则成为连接这些思潮并确立它们

“泛左翼”色彩的重要基础。 因此，与其将这场运动看作是全球学生“激进运动”的一

部分，不如将其放在一个更广泛与漫长的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运动的线索中理解更

为合适。
在今天的国际关系史中，１９ 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与殖民帝国在全球扩张的历史被

视为一种西方帝国对“全球秩序”进行塑造的历史。 然而，这种叙事逻辑容易使我们

忽略一个事实，在这种秩序井然的“全球治理”实践之外，对于秩序的反叛同样也是

一场全球性的运动。 我们当然可以将此运动视为是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的表现，或
是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民族主义分子们发起的暴动。④ 不过，在 ２０ 世纪后半叶的民

族解放运动浪潮中，第三世界在知识、政治乃至历史叙事方面，都开始表现出强烈的

·９·

①

②

③
④

Ｂｕｒｌｅｉｇｈ Ｈｅｎｄｒｉｃｋｓｏｎ，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６８： Ｐｒａｃｔｉｃ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Ｔｕｎｉｓ ｔｏ Ｐａｒｉ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４， ２０１２， ｐｐ． ７５５－７７４。 《突尼斯视角》创刊于 １９６３ 年，是突尼斯左翼

学生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与实践小组”（ ｌｅ Ｇｒｏｕｐｅ Ｄéｔｕｄｅｓ ｅｔ Ｄａｃ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 ｅｎ Ｔｕｎｉｓｉｅ）的机关刊物。 １９６４
年，该组织将工作中心从巴黎转移到了突尼斯，并在突尼斯大学中逐步取得了影响。 《突尼斯视角》上的文章倾

向展现出一种泛左翼的特点。 突尼斯社会主义宪政自由党（Ｐａｒｔｉ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 Ｄｅｓｔｏｕｒｉｅｎ）、托洛斯基主义者基尔伯

特·纳彻（Ｇｉｌｂｅｒｔ Ｎａｃｃａｃｈｅ）、突尼斯共产党甚至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等都在该刊物上发表过文章。 关于《突尼斯

视角》与突尼斯民族独立运动左翼分子之间的关系，参见 Ａｂｄｅｌｊａｌｉｌ Ｂｏｕｇｕｅｒｒａ， Ｄｅ 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Ｇａｕｃｈｅ
Ｔｕｎｉｓｉｅｎｎｅ Ｌｅ 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１９６３－１９７５， Ｔｕｎｉｓ： Ｃｅｒｅｓ， １９９３， ｐｐ． ５２－５３。

Ｇｅｏｒｇｅ Ｋａｔｓｉａｆｉｃ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９６８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ａｋｌａｎｄ： ＰＭ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８．

Ｂｕｒｌｅｉｇｈ Ｈｅｎｄｒｉｃｋｓｏｎ，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６８： Ｐｒａｃｔｉｃ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Ｔｕｎｉｓ ｔｏ Ｐａｒｉｓ，” ｐｐ． ７５５－７７４．
关于无政府主义在 １９ 世纪末开始的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及其作为一种全球性风潮的讨论，参

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全球化时代：无政府主义者与反殖民想象》，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８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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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意识。 在这种反帝反殖民斗争的历史脉络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发现在被殖民

（或者被半殖民）的地区，各种来自被压迫地区内部的思想与政治资源被积极调动起

来，以各种方式对霸权秩序做出回应。 随着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霸权表现形式的变

化以及技术与物质全球化的进程，在被压迫地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也变得更为普

遍，其社会影响范围也随之加大。 到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在民族独立运动之间所形成

的关联，以及它们在制度、经验、情感等方面进行的实质性交流，不仅构成了“全球六

十年代”进程中的一股重要力量，而且在一个更漫长的“全球化时代”的历史进程中，
丰富了 ２０ 世纪下半叶“国际主义精神”的内涵。

与前文所描述的那种被“学生激进运动”历史叙事所规训的“国际主义”或者是

“世界主义”（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ｍ）不同，如果将历史叙事重心转向来自亚非世界的国际主义互

动，尝试发现其行动上诸多超越种族、阶级、文化与国界的特性，这种从全球史角度

出发，对“不受治理者”（ ｔｈｅ ｕｎｇｏｖｅｒｎａｂｌｅ）历史与政治的叙事甚至能够进一步吸纳西

方内部“学生运动”，并能呈现出这类“学生运动”中反对不平等、追寻人类解放共同

命运的重要面向。 当然，我们很难从 １９ 世纪初开始涌现于世界各地的“反叛”中看

到任何制度的共性。 的确，一些西方观察家指出，纳赛尔政府“仅有理想，却没有意

识形态”。① 这里的意识形态指的是知识分子对国家秩序及其未来的精巧设计，而当

时的埃及缺少这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 纳赛尔政府仅仅是“一群纯粹的民族主义

者和革命者，在纳赛尔少校的感召下，以行动为目标构成的联合体”②。 这种因为临

时战略利益而结合起来的松散政治联盟不仅是埃及政府的特点，更体现了整个亚非

民族独立与反殖民运动的共同特色。
然而，理解这种“不受治理者”的反抗活动及其全球性，必须跳出自上而下的治

理逻辑。 在这类反抗的政治行动中，反抗者们不但从实践上挑战了全球的霸权秩

序，更在理论层面自觉地对自身传统资源以及各类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进行了

梳理与阐释。 进入 ２０ 世纪后，这种全球性的反帝反霸权运动随着共产主义革命与社

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开始逐渐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情感乃至组织网络。 借用霍布森

（Ｊｏｈｎ Ｈｏｂｓｏｎ）的概念，这种在“不受治理者”之间形成的“共时感”同样也为世界秩

序的现代构成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性”。③

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制定并推动一种国际秩序的意图，本身便是一种全球

的霸权逻辑，这种霸权的存在也造就了“不受治理者”抗争活动的国际性。 周恩来在

１９６８ 年 ７ 月 ２３ 日会见越南副总理黎清毅率领的越南政府经济代表团时，回忆起

·０１·

①

②
③

Ｄｏｒｅｅｎ Ｗａｒｒｉｎｅｒ， Ｌ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ｙ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１９５７， ｐ． １０．

Ｉｂｉｄ．
Ｊ． Ａ． Ｈｏｂｓｏｎ，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ｓ， Ｖｏｌ． １７， Ｎｏ． １， １９０６，

ｐｐ． １６－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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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５ 年会见柯西金时的情形，当时柯西金提出“要搞一个联合行动，把我们拴起来”，
但这种“什么都想控制住”的心态，结果就是“造成对立”。① 尽管在不同地区，“对
立”的结果与内在逻辑各有不同，但从更广泛的全球史角度出发，正是在这种对自上

而下的治理逻辑进行对抗的过程中，来自第三世界的反抗运动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

间的共时体验。
事实上，全球治理的理论发展脉络里存在着霸权国家“支配世界”、“治理世界”

的想象。② “治理”逻辑将世界秩序视为全球精英团体与阶层之间社会性多极互动的

结果，其等级观念反映在阶级层面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 “支配”逻辑在国际秩序层

面则体现了一种 １９ 世纪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沙文主义秩序观念。 随着冷战的结束，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在这种强权“支配”的意义上去理解帝国主义的全球性影响。
“帝国主义”的内在丰富性进而也被简化为超级大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能力。 在

同样的逻辑脉络下，国际关系史学界描绘的后冷战时期美国“一超独霸”及其对世界的

“支配”，很大程度上回到了 ２０ 世纪初考茨基式的“超级帝国主义”（Ｕｌｔｒａ⁃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的命题。③ 实际上，无论是世界秩序的“构建”还是“支配”叙事都呈现了霸权逻辑对

世界历史与现状的规训，这种高度修整过的历史抽象把复杂的世界秩序变迁历史简

化为霸权的更替与精英主义的设计。 也正是在这种只重视支配者的历史观下，１９６８
年的历史被缩减为一场西方内部思想的新老交替，成为“个人主义对保守中产阶级

的文化革命”，以及对“美国资本主义与西方军国主义的政治革命”。④在今天的文化

与历史记忆中，西方世界内部的 １９６８ 年运动传递出一种强烈的“新一代”反抗“老一

代”的浪漫主义想象。
然而，对广大的第三世界来说，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历史却很难从这种浪漫主义的

线性叙事中展开。 阿里夫·德里克（Ａｒｉｆ Ｄｉｒｌｉｋ）曾经直言不讳地表示，所谓 １９６８ 年

的标志性仅仅对第一世界与第二世界产生意义。⑤ 而 １９６８ 年得以出现的重要前提

则是旧的殖民霸权秩序、资本主义以及新兴的以苏联为主要代表的社会主义在广大

第三世界遭遇的危机。 这一系列全球性的危机使得第三世界内部的民族解放运动

·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２４７－
２４８ 页。

关于这一思想史脉络的梳理，参见 Ｍａｒｋ Ｍａｚｏｗｅｒ，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 Ｉｄｅ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ｌｌｅｎ Ｌａｎｅ， ２０１２。

关于这一问题较为深入的分析，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ｕｄｓｏｎ， Ｓｕｐｅｒ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ｏｆ Ｕ．Ｓ． Ｗｏｒｌｄ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ｌｕｔ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关于 １９６８ 年学生运动在西方社会中的意义，参见 Ｓｕｄｈｉｒ Ｈａｚａｒｅｅｓｉｎｇｈ， “Ｔｈｅ Ｆｉｇｈ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Ｔｉｍｅｓ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Ｍａｙ ２， ２０１８。

Ａｒｉｆ Ｄｉｒｌｉｋ，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Ｃａｒｏｌｅ Ｆｉｎｋ， Ｐｈｉｌｉｐｐ Ｇａｓｓｅｒ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ｌｅｆ Ｊｕｎｋｅｒ， ｅｄｓ．， １９６８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ｐｐ． ２９５－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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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转机与新的发展。① 因此，与其将“漫长的六十年代”视为一个独特的历史时

段，不如将其放在一个更加漫长的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的历史中去理解，并从这一

历史进程中寻找其内在逻辑。

三、 历史脉络中的阿拉伯民族主义

对于阿拉伯世界来说，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影响集体历史记忆与社会政治进程的关

键事件是 １９６７ 年的“六日战争”。 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１９６７ 年的关键性是倒叙的

产物。 研究者习惯从 １９６８ 年出现于几个阿拉伯国家的学生抗议运动谈起，并将这些

抗议活动的原因归结为 １９６７ 年“六日战争”失败后席卷阿拉伯国家的幻灭与反思情

绪。 在这一框架下，１９６８ 年的阿拉伯学生抗议运动被视为是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特
别是纳赛尔主义及其国家的反抗。② 战争的失败令阿拉伯世界知识分子产生了两种

倾向，一种属于纳赛尔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他们将战败视为暂时性的 “挫折”
（ｎａｋｓａ）。③ 这一“挫折”瓦解了阿拉伯地区的一体化进程，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唯一原

因则是外来的“帝国主义”及其在该地区的代表———以色列。④

另一种思潮则从文明论的角度出发，认为战败揭示了阿拉伯世界文明的内在问

题，是一场彻底的“溃败”（ｈａｚｉｍａ）。 在阿尔伯特·胡拉尼（Ａｌｂｅｒｔ Ｈｏｕｒａｎｉ）看来，与
战争胜利相比，战争的失败更能引起人们的深入反思。 对一些阿拉伯知识分子来

说，这种反思的直接结果是自身文化传统以及在这一传统基础上建立起的宇宙观、
秩序观的动摇。⑤ 这种打击由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纳赛尔主义带来的阿拉伯民族自信

高涨而显得更为痛苦。 对诸如纳吉布·马哈福兹（Ｎａｇｕｉｂ Ｍａｈｆｏｕｚ）这一代世俗化的

但却持文化保守主义态度的阿拉伯知识分子来说，１９６７ 年战败的屈辱体验更直接成

为他们反思乃至批评纳赛尔政府与纳赛尔主义的助燃剂。⑥ 一些在西方学术体系内

成长起来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则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意见。 福阿德·阿贾米（Ｆｏｕ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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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Ｆｏｒｅｗｏｒｄ：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１９６８，” ｉｎ Ｓａｍａｎｔｈ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Ｚａｃｈａｒｙ Ａ． Ｓｃａｒｌｅｔｔ， ｅｄｓ．，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１９６０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ｅｒｇｈａｈｎ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１３， ｐ． ｖｉｉｉ．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Ｓｕｚａｎｎｅ Ｋａｓｓａｂ，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ｒａｂ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ｐｐ． ２１９－２５４．

例如，巴勒斯坦将每年的 ６ 月 ５ 日定为“挫折日”，以纪念“六日战争”的失败。 关于 １９６７ 年战败作为

阿拉伯国家暂时性“挫折”的讨论，参见 Ｆａｗａｚ Ａ． Ｇｅｒｇｅ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ａｂ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Ｗｍ． Ｒｏｇｅｒ
Ｌｏｕｉｓ ａｎｄ Ａｖｉ Ｓｈｌａｉｍ， ｅｄｓ．， Ｔｈｅ １９６７ Ａｒａｂ⁃Ｉｓｒａｅｌｉ Ｗａｒ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ｐｐ． ２８５－３１３。

Ａｌｉ Ｋａｄｒｉ， Ａｒａｂ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ｅｎｉｅ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Ｗａｒｓ ｏｆ Ｅｎｃｒｏａｃｈｍｅｎ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ｔｈｅｍ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ｐｐ． １５９－１８０．

Ａｌｂｅｒｔ Ｈｏｕｒａｎｉ，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 ｐｐ． ３００， ４４２．
转引自 Ｆａｗａｚ Ａ． Ｇｅｒｇｅ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ａｂ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ｐ． ２９０－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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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ｊａｍｉ）便认为，１９６７ 年的失败揭示了“阿拉伯人在计划、发展以及统一行动方面的无

能”①。 在阿贾米对纳赛尔泛阿拉伯主义的否定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伯纳德·
刘易斯（Ｂｅｒｎａｒｄ Ｌｅｗｉｓ）的影响。 这种否定从本质主义的角度出发，将纳赛尔主义的

失败归咎于“阿拉伯文化”的整体性问题。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持这种失败主义

情绪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并不在少数。 相应地，这种从文明论逻辑出发对“阿拉伯文

化”的彻底否定，也进一步掩盖了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多样性。 “阿拉伯”从一个包含

了多个部族、多种宗教的地理概念，转变为本质主义的“伊斯兰”的代名词。 这既是

一个殖民宗主国文化帝国主义的结果，也是持这类观点的阿拉伯知识分子自身关于

伊斯兰文化帝国主义叙事的表现。
近年来，一些阿拉伯知识分子开始对这种冷战时期形成的叙事逻辑进行反思。

亚辛·哈吉·萨利赫（Ｙａｓｓｉｎ ａｌ⁃Ｈａｊ Ｓａｌｅｈ）强调，无论是“溃败说”还是“挫折说”，实
际上都阻碍了阿拉伯人对自身历史的叙述。 这种将 １９６７ 年视为一种阿拉伯世界历

史发展断裂的看法，不但遮蔽了阿拉伯世界历史内在的延续性逻辑，更阻碍了人们

深入理解 １９６７ 年战败的原委。② 事实上，１９６７ 年阿拉伯知识分子对纳赛尔主义的批

判乃至否定可以放在一条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线索中去理解。 这种在 １９ 世纪殖民帝

国主义背景中生长起来的民族主义思潮不仅融合了阿拉伯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殖
民主义以及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反思，也反映了他们从阿拉伯世界内部出发，对民族

特性、伊斯兰传统、现代化以及社会平等与正义问题进行的追问。③ 在这个意义上，
对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讨论则更应当关注其内部的多样性，乃至其内部矛盾，并
避免将其视为一种同质化的、超越地理与历史条件限制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力量。④

如果我们将阿拉伯世界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主义政治放在一个较长的时

段里，便能发现一些关键的主题。 从 １９ 世纪开始，对于“阿拉伯意识”的挖掘始终在

知识分子的讨论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这种民族意识理论兴趣的产生与当时全球性的

殖民秩序扩张密不可分。 许多来自西方的观察家从西方中心主义的角度出发，将 １９
世纪以来左右阿拉伯知识分子思考并推动“民族主义”讨论的根本动力归结为“在民

族国家政治框架内寻求政治现代化”的愿望。⑤ 这个论断体现了两个关键的西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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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Ｆｏｕａｄ Ａｊａｍｉ，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Ｐａｎ⁃Ａｒａｂｉｓｍ，”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５７， Ｎｏ． ２， １９７８， ｐ． ３５５－３７３．
转引自 Ｓｕｎｅ Ｈａｕｇｂｏｌｌ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ｒａｂ Ｌｅｆｔ ａｎｄ １９６７，”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４， ２０１７， ｐｐ． ４９７－５１２。
关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内在思想脉络，参见 Ｓｙｌｖｉａ Ｇ． Ｈａｉｍ，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ｙｌｖｉａ Ｇ． Ｈａｉｍ， ｅｄ．，

Ａｒａｂ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６， ｐｐ． １－７２。 关于伊斯兰文化传统

中的社会主义特性的讨论，参见 Ｈａｍｉｄ Ｅｎａｙａｔ， “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
Ｎｏ． ２， １９６８， ｐｐ． １４１－１７２。

Ｓｙｌｖｉａ Ｇ． Ｈａｉｍ，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ｙｌｖｉａ Ｇ． Ｈａｉｍ， ｅｄ．， Ａｒａｂ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ｐ． ４．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Ｌｅｗｉｓ，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１；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Ｌｅｗｉｓ，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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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义的理论前提：首先，它假设了“民族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形式的普遍性，并将欧

洲历史中形成“民族国家”的历史背景与理论动力推广至非欧洲地区；其次，它又在

同样的语境中假设了“现代化”的普遍必然路径与历史发展目标。
然而，在欧洲历史之外假设“民族国家”与“政治现代化”的逻辑关联是危险的。

对阿拉伯知识分子而言，传统社会与政治秩序的迅速衰落是他们面对的基本政治语

境。① 但这种情况并不必然导致他们对西方中心式的“政治现代化”及其发展道路的

天然认同。 因此，在面对欧洲霸权秩序兴起的压力与本土政治秩序衰落的前提下，
如何定义并面对“传统文化”，如何处理“传统”资源与当下政治和社会变迁的关系，
如何理解民族或文化历史的断裂与延续等议题，基本构成了知识分子在讨论“阿拉

伯意识”这一问题时的紧张感，也构成了广义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历史的基础。
要理解这种复杂性，我们则必须回到 １９ 世纪所谓 “阿拉伯觉醒” （Ａｒａｂ

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的历史背景中。② １９ 世纪，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治下的“伊斯兰世界”受
到了双重压力，一方面是欧洲霸权国家对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挑战；另一方面则是对

作为信仰体系与生活方式的伊斯兰的批判。 在与“先进”的西方知识与技术的比较

中，“伊斯兰文明”落后与野蛮的刻板形象逐渐开始形成，而且这种形象很快也成为

一种知识而被人们更广泛地接受。
在这一基本语境下，哲马鲁丁·阿富汗尼（ Ｊａｍａｌ ａｌ⁃Ｄｉｎ ａｌ⁃Ａｆｇｈａｎｉ）③开始宣扬

穆斯林大团结的观念。 在巴黎，他与埃及教法学家穆罕穆德·阿卜笃（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ｂｄｕｈ）一起创办了《牢固纽带报》 （Ａｌ⁃Ｕｒｗａｈ ａｌ⁃Ｗｕｔｈｑ）。④ 阿富汗尼采用这一刊

名的用意十分明显。 他强调，穆斯林的部落主义以及宗派主义（ａｓａｂｉｙｙａ）是应对欧

洲入侵的唯一手段。 来自早期伊斯兰教发展历史的经验则证明，只有伊斯兰教才能

将分裂在阿拉伯半岛上的各个部落整合起来。⑤ 阿富汗尼认为，先知穆罕穆德建立

起的伊斯兰帝国衰落的原因在于伊斯兰教在阿拉伯人心中影响的衰落，这也就导致

了阿拉伯人部落主义与宗派主义认同的回潮。 对阿富汗尼来说，奥斯曼作为一个包

含多个民族的伊斯兰帝国，其在宗教基础上建立起的庞大认同显然要比“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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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Ｋｅｍａｌ Ｈ． Ｋａｒｐａｔ，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Ｋｅｍａｌ Ｈ． Ｋａｒｐａｔ， ｅ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ａｅｇｅｒ， １９８２， ｐｐ． ｘｉｘ－ｘｉｖ．

“阿拉伯觉醒”这一著名表述来自黎巴嫩人乔治·安东尼斯（Ｇｅｏｒｇｅ Ａｎｔｏｎｉｕｓ）１９３８ 年出版的《阿拉伯

觉醒》一书。
阿富汗尼的原名是哲马鲁丁·阿萨德阿巴迪（ Ｊａｍａｌ ａｌ⁃Ｄｉｎ ａｌ⁃Ａｓａｄａｂａｄｉ， １８３８－１８９７），作为一名出生

在伊朗什叶派背景家庭的知识分子，主要在逊尼派地区活动的阿萨德阿巴迪用了“阿富汗尼”这个化名。
这个概念直接取自《古兰经》的黄牛章第 ２５６ 节。 马坚将该短语翻译为“坚实的、决不折断的把柄”。

这段经文强调，所有不信恶魔而信真主的人都握住了一个坚实的把柄。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Ｍａｋｈｚｕｍｉ Ｐａｓｈａ， Ｋｈａｔｉｒａｔ Ｊａｍａｌ Ａｌ⁃Ｄｉｎ Ａｌ⁃Ａｆｇｈａｎｉ  Ｔｈ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ｏｆ Ｊａｍａｌ Ａｌ⁃Ｄｉｎ Ａｌ⁃

Ａｆｇｈａｎｉ ， Ｂｅｉｒｕｔ， １９３１， ｐ． ２５７。 转 引 自 Ｓｙｌｖｉａ Ｇ． Ｈａｉｍ，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ｙｌｖｉａ Ｇ． Ｈａｉｍ， ｅｄ．， Ａｒａｂ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ｐ．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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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ｉｎｓｉｙｙａ）认同优越得多。 这是因为民族认同是人类作为一种群体动物的天然需

求，①而不同的群体之间也会天然地卷入对财富和权力的冲突。 因此，民族认同是不

稳定的，它随着人群需求的变化而消长。 相反，伊斯兰教能够超越狭隘的民族认同，
建立起更为稳固的共同体。②

在面对西方入侵这一基本政治现实时，阿富汗尼对伊斯兰共同体建设的叙述则

表现出了更深的复杂性。 他用阿拉伯传统观念中表示政治集合体的抽象概念“团
结”以及表示团体与团体之间冲突与差异性的“民族”来描述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紧张

关系及其政治未来。 阿富汗尼承认，相比伊斯兰这种宗教认同来说，民族 ／部族的认

同更为“有效”。 这种有效性体现在以下逻辑之中。 阿富汗尼认为，西方的文化入侵

比其政治与军事入侵更为可怕。 他强调“没有文学的人民便没有语言，没有历史的

人民则没有荣耀”，只有一个有效的权威才能够保护语言并赋予人民以历史。③ 在此

基础上，我们可以再引入阿富汗尼的另一个概念“祖国”（ｗａｔａｎ）。 在一段对印度学

生的演讲中，阿富汗尼直接指出，“祖国”是世界上所有律法与准则的根源。 与“民
族”不同，“祖国”表达的认同关系建立在共同居住的土地基础上，这一概念更关心管

理土地的权威。 “祖国”作为一种政治权威也是提供教育，特别是伊斯兰宗教教育的

基础。④ 与其将这个“祖国”等同于欧洲概念中以血缘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不如将

其理解为以土地为基础产生的权力关系。 至此，阿富汗尼设想了一条通往伊斯兰共

同体的蓝图，这个未来的共同体超越了狭隘民族认同，而通往这种共同体的途径则

是“国族”（ｗａｔａｎｉｙｙａ）认同。 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团结”从一个策略性的手段变成

一种寻求统一的普遍性政治理想。 阿富汗尼所描绘的从建设（伊斯兰）国族认同到

伊斯兰世界认同的蓝图，实际上也是 ２０ 世纪绝大多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根本关

怀。 它将阿拉伯传统中建立在部族联盟基础上的共同体想象，通过对于“国族”政治

重要性的分析扩大到对于 １９ 世纪以来及未来阿拉伯乃至世界整体秩序的叙述中。
如何从分裂到统一，如何实现复兴并建立整体性的世界秩序，实际上是这场漫

长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的一个核心问题意识。 作为这场思潮的政治表达，无论是

泛伊斯兰主义、纳赛尔主义、“自由军官运动”以及复兴党的出现，都能够在这条线索

中寻找到位置。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１９６７ 年战争失败给纳赛尔以及纳赛尔主义带

·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在阿语中， 的名词词根 本意指的是同类物的集合。 它与英语中表示物种的 ｓｐｅｃｉｅｓ，表示类别的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表示性别的 ｇｅｎｄｅｒ，以及表示种族的 ｒａｃｅ 等概念类似。 另外一个表示类似民族观念的阿拉伯语词汇是

（ｑａｗｍ），指代同部落的人，与英语中的 ｐｅｏｐｌｅ 概念类似。
Ｓｙｌｖｉａ Ｇ． Ｈａｉｍ，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ｙｌｖｉａ Ｇ． Ｈａｉｍ， ｅｄ．， Ａｒａｂ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ｐ． １３．
Ｉｂｉｄ．， ｐ． １４．
Ｓａｙｙｉｄ Ｊａｍａｌ ａｄ⁃Ｄｉｎ ａｌ⁃Ａｆｇｈａｎｉ， “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Ｎｉｋｋｉ Ｒ． Ｋｅｄｄｉｅ， ｅｄ．， 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Ｓａｙｙｉｄ Ｊａｍａｌ ａｄ⁃Ｄｉｎ Ａｌ⁃Ａｆｇｈａｎｉ ，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３， ｐｐ． １０１－１０８．

Ｈａｍｉｄ Ｅｎａｙａｔ，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 Ｎｏ． ２， １９６８， ｐｐ． １４１－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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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冲击并不能被简单地视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危机，而更应被视为阿拉伯民族

主义运动从寻求跨国政治统一转向主权国家中心的开始。 在 １９６５ 年 ３ 月 ２３ 日会见

叙利亚外交部部长哈桑·穆拉维德（Ｈａｓａｎ Ｍｒａｙｗｅｄ）一行时，毛泽东将他所理解的

阿拉伯国家主要政治任务归纳为两点：“第一是反对帝国主义，第二是建设国家。”①

这里从阿拉伯思想内部尝试梳理的基本任务即是如此，也正是在这种根本认同之

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以及所有受压迫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国际主义共识才成为

可能。

四、 结论： 被压迫者的国际秩序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对霸权主义的各类挑战此起彼伏。 在阿拉

伯世界，随着埃及在“六日战争”中的失败，纳赛尔主义提供的阿拉伯世界复兴与统

一方案受到巨大挑战。 在这种对纳赛尔主义普遍的失望情绪中，左翼激进主义与伊

斯兰原教旨主义开始逐渐获得影响力。 这一时期，阿拉伯世界对于游击斗争的热情

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区，即阿尔及利亚的反法独立斗争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的针

对以色列的斗争。 在这两场斗争中，都存在着左翼激进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相

结合的色彩。② 而由于阿拉伯世界左翼政党的精英主义色彩，以及缺少必要的社会

土地改革方案，伊斯兰主义凭借其深厚的群众基础，总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２０１１ 年

所谓“阿拉伯之春”的发展方向也可以放在这一历史脉络中理解。 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１９６７ 年的意义对阿拉伯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关键影响在于纳赛尔主义

的衰落与伊斯兰主义的兴起。 在“六日战争”之后，以国家为中心的反帝斗争一蹶不

振。 类似于法农（Ｆｒａｎｔｚ Ｆａｎｏｎ）那样用欧洲语言写作，从社会经济与文化批判角度出

发对殖民主义及其霸权的反思，开始逐渐让位于诸如阿卜杜·阿齐兹·杜里（Ａｂｄ
ａｌ⁃Ａｚｉｚ ａｌ⁃Ｄｕｒｉ）、阿里·胡斯尼·哈尔布特利（Ａｌｉ Ｈｕｓｎｉ ａｌ⁃Ｋｈａｒｂｕｔｌｉ）等在埃及、伊拉

克、黎巴嫩、叙利亚等国工作并使用阿语写作，尝试从伊斯兰思想内部寻找复兴资源

的阿拉伯学者。 与之相呼应的是以伊斯兰为动员模式的群众游击战争开始在阿拉

伯地区大规模兴起。
随着“六日战争”的影响以及同一时期苏联与美国关系的调和，阿拉伯地区原本

紧随苏联步伐的共产党与社会主义政党也开始出现了根本性转向。 诸如乔治·哈

巴什（Ｇｅｏｒｇｅ Ｈａｂａｓｈ）以及纳伊夫·哈瓦特梅（Ｎａｙｅｆ Ｈａｗａｔｍｅｈ）等在巴勒斯坦地区

·６１·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 ５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４８７－４８８ 页。

关于阿尔及利亚独立斗争以及之后的内部冲突，特别是它在 １９６２ 年独立之后内部伊斯兰主义与社会

主义倾向的冲突和之后向伊斯兰主义的转向，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ｌｌｅｙ， Ｔｈｅ Ｃａｌｌ ｆｒｏｍ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ｉｓｍ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ｕｒｎ ｔｏ Ｉｓｌａｍ，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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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的马克思主义组织领导人也开始强调要摆脱苏联影响，从伊斯兰本土资源与阿

拉伯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出发，发展出一套适合自身的斗争策略。① 这类“阿拉伯新左

翼”（Ａｒａｂ Ｎｅｗ Ｌｅｆｔ）思潮强调暴力斗争的重要性，②因为“革命暴力”是“敌人唯一理

解的语言”。③ 在“六日战争”之后阿拉伯地区的整体政治环境下，通过游击战争进

行暴力革命的需求越来越有群众影响力。 这也使得阿拉伯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左翼

政党从行动上与伊斯兰主义组织越来越难以区分，而在群众调动方面，两者的差别

则更小。 这一点从 １９６７ 年 ８ 月法塔赫（Ｆａｔａｈ）发行的 １４ 本宣传册子中便能略见端

倪。 其中，既有题为《如何发动人民武装革命》、《革命与通往胜利之路》等充满游击

战争意味的小册子，也有直接表达对中国、越南、古巴革命敬意的小册子。④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全球政治语境下，中国对于自身属于“第三世界”的认识无

疑站在被压迫者的角度，传达了对霸权主义全球秩序的尖锐批判。 在毛泽东看来，
帝国主义在全球“中间地带”的扩张，其目的同“反华的性质一样”，都是“想控制世

界”。⑤ 因此，在“中间地带”进行的联合，与整个世界反抗帝国主义霸权的目标是一

致的。 １９６７ 年“六日战争”期间，在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

穆加塔桑（Ｎａｇａｌｉｎｇａｍ Ｓｈａｎｍｕｇａｔｈａｓａｎ）时，毛泽东进一步总结了对阿拉伯民族主义

反抗运动的理解，以及对其内部出现的大联合态势的希望。 他认为，这种发生在地

中海和中近东、目的在于争夺石油利益的局部战争，使得英美帝国主义处于相当被

动的地位。 阿拉伯国家可以通过封锁苏伊士运河、截断运油管道的方式，对帝国主

义进行严重的打击。 也正是在这种战争进程中，“阿拉伯国家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

化”，不仅仅是埃及、叙利亚这些阿拉伯民族主义国家之间，甚至包括沙特、约旦在内

的“老殖民地国家”都开始团结起来，用联合的方式进行斗争。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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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 Ｗａｌｉｄ Ｋａｚｚｉｈａ，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Ｈａｂａｓｈ ａｎｄ Ｈｉｓ Ｃｏｍａｒａｄｅｓ ｆｒｏ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ｔｏ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５．

塔里克·伊斯梅尔将这种“阿拉伯新左翼”定义为“公开且明确表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忠诚之心的新

兴政党与组织”。 参见 Ｔａｒｅｑ Ｙ． Ｉｓｍａｅｌ，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Ｌｅｆ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ｙｒａｃｕ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６， ｐ． １０８。 近年

来有学者则将之视为对现有状况———特别是纳赛尔领导的阿拉伯革命———不满的政治团体与旧组织的新表达

形式。 参见 Ｓｕｎｅ Ｈａｕｇｂｏｌｌ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ｒａｂ Ｌｅｆｔ ａｎｄ １９６７，”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４， ２０１７， ｐｐ． ４９７－５１２。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Ｆｒｏ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 ＰＦＬＰ）， “ Ｆｉｒ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Ａｌ⁃Ｈｕｒｒｉｙａ （Ｂｅｉｒｕ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 １９６７，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ｒａｎｓ．， ２０１６．

转引自 Ｐａｕｌ Ｔｈｏｍａｓ 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Ｏｒｄｅｒ，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ｐ． ２０。

这是毛泽东 １９６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接见在华工作四年的桑给巴尔专家阿里和夫人时谈到非洲人民的斗争

时讲的一番话。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 ５ 卷，第 ３６４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 ６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９１

页。 有趣的是，凯杜里也表达了类似的观念，在他看来，只有阿拉伯世界超出西方民族主义认同建立联合，可能

才是阿拉伯世界现代化的希望。 参见 Ｅｌｉｅ Ｋｅｄｏｕｒ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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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从当代国际法的角度，联合国大会 １５１４ 号决议正式给予了

殖民地人民独立运动斗争的合法地位。 在《世界人权宣言》中，承认殖民地人民争取

自由的行动是一项“基本人权”。 这一在当代国际法秩序形成过程中的斗争是在第

三世界展开的，然而，这一历史过程却被当代冷战史叙述所忽略。 同时，这一斗争并

未随着国际立法行动而结束，相反，人权宣言所传达的平等意义是在二战结束之后

开始的第三世界独立斗争中才真正获得了实质性内涵。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的全球

激进反帝运动则是这个漫长历史中的重要一环。 这种在暴力革命基础上构成的国

际主义思想与组织互动反映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全球反帝斗争的基本特点。 虽然全球

范围内被压迫者的诉求与对世界未来秩序的认识各有差异，但是通过这种全球性的

互动，全球各地各阶层中间反对帝国主义霸权、寻求国内与国际关系平等秩序的诉

求构成了一种富有启发的世界性体验。
在这个全球性的互动中，来自欧洲的学生“在斗争中相互支持”①，诸如塔里克·

阿里（Ｔａｒｉｑ Ａｌｉ）这样身处欧洲但却来自第三世界的学生领袖们通过声援越南、中国，
批判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等行动，对西方阵营内部以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政策

的政治合法性提出了尖锐批判。② 而来自第三世界的武装斗争，则在战略上成功地

将美国“钉在桩子上”。③ 这种从第三世界角度出发对全球历史叙事的再诠释，其意

义是希望借此来反观我们今天理解世界方法的局限性，以及这种世界观背后历史性

的生成机理。 从那些被压迫者的反抗中，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今天影响我们理解

世界、理解自我的零和强者逻辑是否是一种无可替代的唯一真理。 在亚非拉地区发

生的、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国家诞生与帝国消解的历史进程，并不是对 １７ 世纪欧洲

民族国家体系的简单重复，其历史意义更体现在一种面向未来的、对世界新的平等

秩序的政治创造。

（责任编辑： 邹志强　 　 责任校对： 包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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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欧洲北美学生在斗争中相互支持》，载《参考消息》１９６８ 年 ６ 月 ６ 日，第 ４ 版。
关于塔里克·阿里对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声援越南活动的回忆，参见 Ｔａｒｉｑ Ａｌｉ， “Ｔｈａ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Ｔｈａｔ

Ｗａ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Ｂｏｏｋｓ， Ｖｏｌ． ４０， Ｎｏ． １０， ２０１８， ｐｐ． ３－１０。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 ３ 卷，第 ６１８－６１９ 页。


